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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疫情下村支书“硬核”喊话的逻辑

——一个法社会学的考察

崔 玮

摘要：重大疫情下村支书组织领导的村庄防疫是贯彻落实国家防疫安排部署的“最后一公里”。在

这一过程中，村支书的“硬核”喊话发挥了重要作用。村支书的“硬核”喊话直观反映了中国农村基

层社会治理体系中自治权力运行的具体样态。在乡村社会中，喊话主体、喊话工具、喊话风格和喊话

效果的合力，促成了村支书“硬核”喊话的内在逻辑自洽。中国乡村治理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应在肯定

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功能和价值的基础上，理性认识并合理吸纳农村社会的非正式制度，赋予村支

书及村党组织必要的自治权力和自治空间，并积极发挥村支书推动法治乡村建设的枢纽作用，形成农

村地区自治与法治的良性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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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抗疫战争中，每一名奔赴一线的“逆行者”和守卫乡土的“坚守者”都值得尊

敬和铭记。

一、引言

2020年农历春节前夕，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

国。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全国上下共同阻击病毒传播的战役中，农村地区的防疫斗争对于是否能及

时阻断病毒传播、有效控制疫情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此次农村地区的防疫组织实施也成为检验中国农

村治理实效，考验农村基层自治能力的试金石。经过一系列农村民主政治改革探索，党领导下的村民

自治成为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基本的社会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民主形式，并被以党内法规、国家

法律的形式予以肯定。村党组织成为实现党的领导、国家权力与村民自治良好融合的重要关联。事实

证明，村党组织在此次农村防疫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作为村党组织班子“主心骨”的村党支部书记

（以下简称“村支书”）更以“硬核”喊话的方式成功在互联网络刷屏。一时间，操着各地方言和腔调

的村支书喊话视频成为“宅家”国人竞相观看以及评论的对象。村支书的“硬核”喊话在网络上意外

走红，为学界了解农村地区权力运行提供了宝贵的直观性经验。尤其是在重大疫情“兵临城下”的紧



重大疫情下村支书“硬核”喊话的逻辑

- 2 -

迫现实下，伴随着大量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在春节假期返乡，在中国广袤的农村地区上演的村支书们组

织数以亿计的村民开展村庄防疫的工作场景
①
，更是深刻反映了中国农村地区基层自治的真实面貌。

何谓“硬核”喊话？具而言之，就是指村支书通过村庄大喇叭向全体村民进行的防疫动员宣传。

村支书的“硬核”喊话不同于广播电视中的防疫宣传节目。未经过播音主持专业培训的村支书操持不

同的方言和各式各样的腔调，将村庄防疫的急迫性以及村支书个人的性格心情表露无遗。村支书的喊

话语言是乡俚俗语，朴实无华、直截了当，没有一丝的矫揉造作和些许的官僚衙门文风，而是充满着

与乡村生活浑然天成的乡土气息。其中，有的村支书喊话侧重于耐心讲理、好言相劝、百般叮嘱，流

露出润物无声的细腻柔滑；有的则妙语连珠、诙谐有趣、谈吐幽默，显示出机敏睿智的独特魅力；更

有的则是简单粗糙、指责反讽、不留情面，以至于讲到“动情时分”，会表露出“以暴制暴”的警告威

胁，展现出雷霆万钧的恢弘气势。从村支书“硬核”喊话视频在网络中广受网民留言称赞，以及政府

官员、官方媒体的肯定表态
②
来看，村支书“硬核”喊话无论在表现形式，还是实际效果上都取得了

不错的成绩。而要追问村支书“硬核”喊话成功的原因，就有必要探讨村支书“硬核”喊话背后的内在逻辑。

梳理文献发现，学者们已对与村支书相关的研究进行了有益探索，形成了一批富有价值的研究成

果。按照研究路径，可以将既有研究成果划分为以下几类。一是“裹挟式”研究，即将村支书置于村

干部的范畴之内，对乡村基层干部进行整体性的分析。如学者们提出的乡村干部需要注重乡土人情（陈

柏峰，2009）、构建村干部胜任力指标体系（黄颖、余秀江，2019）等。二是“分类式”研究，即对

村支书等村干部进行类型化，进而抽取其中的特定类型进行分析。如针对农村经济能人参与乡村管理

而引发的“富人治村”研究（贺雪峰，2011；陈柏峰，2016；韩鹏云，2017）。三是“关联式”研究，指

部分学者对村支书与村民委员会主任（以下简称“村主任”）之间关系（陈涛、吴思红，2007）以及背

后的“两委”分工（刘明兴等，2009）等展开了分析。这些研究成果综合性地分析了村民自治中涉及村

支书的系列问题，但是仍欠缺能够直观反映村支书具体工作情形的“场景式”研究。而此次疫情下村支

书以“硬核”喊话组织村庄防疫的情形，为进一步的分析提供了丰富且生动的素材，满足了“场景式”

研究的条件要求。

当研究主题和研究素材均已确定后，接下来就是研究视角的选择。由于隐藏在村支书“硬核”喊

话背后的党领导下的村民自治已被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所确认，以村支书为重要能动主体的村民自治

成为法律规范下的基层自治，村支书的行为更是直接体现了法律法规的具体适用。因而，村支书“硬

核”喊话也就成为一种法律现象。基于此，笔者选择以法社会学为研究视角。简单来说，法社会学以

①2019年中国农村常住人口是 5.6亿人，加上春节返乡人员，此次疫情期间农村防疫工作涉及的人口数量会更多。数据

来自《新闻办就乡村治理工作有关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19-06/24/content_540

2806.htm。
②2020年 2月 14日，河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黄强在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 1+1》栏目中，介绍河南农村防疫情

况时，讲道 “比方村支书在大喇叭上，用通俗的方言一喊就管用。”部分官方媒体也对村支书的“硬核”喊话予以褒扬。

参见何玲玲、李亚彪，2020：《基层防疫：“硬核”手段铸就防疫“铁军”》，《新华每日电讯》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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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为研究对象，以社会学为研究视角或框架。“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奥利弗·温德尔·霍

姆斯，2006）。在法社会学的场域中，作为客观社会反映的法被当作一种“社会事实”，并以“行动中

的法”的姿态与传统法学研究中“书本中的法”相区分。借助法社会学的社会视角可以对法律制度进

行手术刀般的“抽丝剥茧”，使得抽象模糊的规则框架逐渐清晰明朗。

本文立足于当代中国的乡村社会，试图通过法社会学的视角，分解村支书“硬核”喊话的有机组

成，透析村支书的权力行使，以期清晰阐释村支书“硬核”喊话何以可能的内在逻辑，并对法治乡村

进行展望。本文分析的村支书喊话视频来自于互联网络
①
。

二、“硬核”喊话的行动者：村支书

要阐释村支书“硬核”喊话的逻辑，首先必须分析疫情期间“硬核”喊话的行动主体，解释为什

么是村支书进行喊话。

依照《中国共产党章程》，有正式党员三人以上的基层单位都应成立党的基层组织
②
。通常情况下

受党员人数限制，村党组织多是党支部。经过党员大会选举出来并经上级党组织批准的支部书记，也

就是通常所说的村支书。另一个常见的称谓是村主任，是指经过村民投票选举出来的村民委员会主任。

以村支书为代表的村党组织和以村主任为代表的村民委员会并存，形成了农村公共事务管理体系中的

“二元权力结构”（郭正林，2001）。那么，为什么是村支书喊话，而不是村主任喊话？原因大致有

三，一是从权力法定角度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了村支书领导的村党组织在

村庄治理上“发挥领导核心作用，领导和支持村民委员会行使职权”
③
。《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

进一步强调村党组织全面领导村的各类组织和各项工作
④
。而疫情防范属于重大村务，由村支书带领

村党组织进行村庄防疫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二是由于中国政府体系的“压力型体制”（荣敬本等，

1998），处于国家政权组织底层的乡镇政权（欧阳静，2009）承担了各级上级政府传导下来的重重压力。

而乡镇党委和村党组织之间的领导和被领导关系，使得村党组织成为乡镇党委、政府的“嫡系部队”（刘

明兴等，2009），承担了分解乡镇党委、政府压力的重任。具体到疫情期间的防疫工作，党中央和国务

院的防疫部署经过层层传递，最终通过乡镇党委、政府转递至村党组织。村支书作为村党组织的“主

心骨”，自然“首当其冲”，贯彻落实上级部署的防疫任务也就落在村支书的肩上。三是正在推进的村

党组织书记和村主任两个职务由一人兼任的“一肩挑”工作，进一步增加了村支书领导组织村庄防疫工作

的可能。

村支书自身的社会身份也是促成其进行喊话的因素之一。从历史维度来看，中国乡村治理自古都

是“能人治村”。千百年来，乡村本土培养的精英人物成为乡村治理的主角。小到村民邻居之间的琐事

①
经过搜集，共获得23段疫情期间村支书喊话视频，涉及河南、江苏、山西、四川等省份。

②
《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三十条。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四条。

④
《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第十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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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争，大到耕地林地的权属确认，无不需要乡村精英人物出面协调解决。时至今日，中国农村基层社

会治理本质上也是一种“能人治村”模式。村支书不仅具有示范引导、组织动员和整合资源的作用，

还在维护乡村秩序、建设乡村方面发挥着重要功能（孙枭雄、仝志辉，2020）。进言之，可以将村支书

细分为社会能人、经济能人和政治能人（陈寒非，2018）。社会能人是指在农村中具有较高威望、见多

识广、对村庄事务比较熟悉的人。社会能人是传统型的农村权威，一般多是农村中大姓宗族的年长者。

经济能人是指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先富起来的且热心村庄事务、具有奉献精神的村民。新兴的

农村经济能人通过生产经营活动获得一定经济基础后，也希望参与或者主导村庄的公共权力和公共决

策。经济能人凭借与其他村民悬殊的财力优势，在村庄政治竞争中往往具有绝对优势（林辉煌，2011）。

政治能人则是指具有一定从政经历的村干部、退休乡贤。这些人具有熟谙农村权力运作的经验优势和

联络上级党组织、政府的人脉优势，能够为村庄争取到一定的资源。村支书的能人身份增添了其对村

民的影响力，强化了村民对于村支书的信任和依赖，进一步赋予了村支书组织开展村庄防疫的合理性。

三、“硬核”喊话的工具：乡村大喇叭

村支书“硬核”喊话的传播借助的是既熟悉又陌生的乡村大喇叭。曾经有过乡村生活经历的人，

对于伫立于村庄中央的大喇叭都会再熟悉不过。大喇叭曾经是安排生产劳动、传达各项通知以及转播

新闻联播、天气预报的“神器”。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通讯技术的进步，大喇叭开始被边缘化，

逐渐“失声”隐匿于乡村生活。此次疫情的爆发，使得大喇叭在村庄防疫中被委以重任，成为辅助村

支书进行“硬核”喊话的权力行使工具。

虽然以电视广播、互联网等媒体形成的现代信息网络已在农村普及，但是村庄给人特有的、根深

蒂固的“世外桃源”的感觉，会让人觉得“电视里说的都是外头哩”，仿佛村庄与现代传媒播报的场景

是两个世界。疫情期间，农村地区广泛实施的封村措施，更让身处村庄的村民内心容易形成一种“静

者亦何事，荆扉乘昼关”的田园自得。加之，农村中仍有相当比例的留守群体（老年人、儿童）脱离

于现代的互联网络。在都市社会中行之有效的电视广播、互联网络形式的防疫宣传动员，在农村地区

的覆盖范围和宣传效果可能会大打折扣，存在着“最后一公里的困境”。而乡村大喇叭则通过高音贝

的、贯穿村庄的声波传递以及循环播放的方式编织成了联结每一位村民的“乡村网络”，能够将村庄防

疫的知识和要求传达给每一位村民。

村支书借助乡村大喇叭进行的“硬核”喊话又具有“官方认证”的确信力和清楚表达村支书要求

的“语音功能”。疫情时期的互联网络充斥着大量的不明来源、不知真假的信息，让身处城市的现代人

应接不暇、难以分辨。而操持特色方言、不同语调的村支书喊话则在乡村社会中具有天然的身份认证

功能，让村民一听喊话开头的几声“喂喂”，就能准确判断是“支书开始吆喝哩”，进而增添对村支书

喊话内容的内心确信。同时，村支书在大喇叭中声情并茂的喊话，时而和声细语，时而厉声严词，既

可以生动地将身处广播室中村支书的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形象地展现在村民面前，给人一种唾沫星都

可以飞到脸上的错觉，又能形成余音绕梁的功效，将村支书反复强调的村庄防疫注意事项镌刻在村民

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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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乡村大喇叭成为村支书进行防疫动员、布置防疫工作最直接、最有效的宣传工具。当

然，通过大喇叭喊话也是最安全的一种工作方式。

四、“硬核”喊话的缘起：为何“硬核”

从听觉传媒的角度，村支书“硬核”喊话迅速走红网络可以归因于村支书们喊话的表达风格。苦

口相劝、严肃训话、挖苦反讽等不同风格的喊话，响彻在乡村大地上空。对于习惯了城市中行政官员

语言表达风格的人们，在听到村支书喊话的第一时间就会被喊话的“乡土气息”所吸引。在一番听乐

之后，人们可能会心生村支书为何如此喊话的疑惑。要回答这个问题，则需要站在村支书的角度去了

解疫情期间村庄的情况，体会村支书的管理处境。

正式拉响全国范围防范新冠肺炎疫情警报的时间是 2020年 1月 20日①
，也就是农历腊月二十六

日。按照中国的风俗，腊月二十三日和二十四日是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小年夜”。外出务工的村民一般

都会赶在“小年夜”之前回到农村。这就意味着，大量的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已经在各地采取交通封锁、

隔离劝返等措施前返回至农村。此时，村庄的村民群体形成了长期留守人员和返乡务工人员的二元结

构。留守人员多是老年人和儿童，在长期的农村生活中养成了“听支书话”的习惯。而返乡务工人员

则常年混迹于城市，基本脱离了村庄集体生活，并亲身感受了市场经济的自由和城市生活的便捷，对

于村支书的喊话和要求可能会有些不以为然。而春节期间普遍的走亲访友叙旧的风俗习惯，进一步增

加了村支书组织防疫工作的难度。这正是有的村支书在喊话中直言不讳地指出“大部分人还是好咧，

就是那几个从外面回来的不听话！”的原因。

此次疫情爆发在春节期间也促成了村支书的“硬核”喊话。中国的乡村社会是“一个差序格局的

社会，是由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网络。这网络的每一个结都附着一种道德要素（费孝通，1998）。”而

能够集中彰显乡村社会中私人关系网络的时间节点，春节肯定是其中之一。在中国，春节期间亲朋好

友之间相互拜年是千百年流传下来的传统习俗。如今，城市里的拜年习俗已被简化。而在农村地区，

“乡土规则仍以强大的历史惯性持续运行于乡村社会空间，成为人与人之间交往、处世所遵循的逻辑”

（唐京华，2019），春节期间的拜年习俗就较好地保留着原貌。以笔者的家乡豫北平原为例，晚辈不仅

要在春节期间历经多轮的“一对一”拜年流程：拜访父姓宗族所有健在的直系血亲长辈，以及母系三

代内直系血亲中的健在长辈，还要参加本宗族声势浩大的“多对一”拜年活动。即在农历大年初一的

清晨，农村中不同宗族的人们分别在村庄中各自固定的集会地点集合，然后浩浩荡荡地往来穿梭于各

自宗族中健在长者的院落之间。每到一位长者家中，带队的几个人向长者道几声新年问候，然后就带

领队伍齐刷刷下跪向长者叩头施礼。如果长者已经离世，就到其后人家中供奉的牌位前磕头跪拜。农

村的春节拜年习俗之所以保留下来，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熟人社会的道德制约。假如你没有向其中一

位长者拜年，轻则受到这位长者及其家人的冷漠，重则将遭到其他族人的道义谴责。在农村这个由血

①2020年 1月20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在中央电视台《新闻 1+1》栏目中

明确表示新冠肺炎存在“人传人”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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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和地缘组成的“从摇篮到墓地”的熟人社会，这种冷漠和谴责的杀伤力往往威力无穷，常使违反乡

土规则者付出高昂代价。在这样的背景下组织防疫工作，让广大村民违背拜年习俗待在家中，村支书

实质上抗争的是千百年留传下来、惯性巨大的风土乡俗，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在近年来的乡村治理中，存在着“行政下乡”和“自治下沉”的现象。“行政下乡”是行政化逻辑

指引下党和国家意志向乡村社会的渗透，“自治下沉”则是在公共服务逻辑下自治单位（权力）向自然

村和村民小组下沉。在贯彻落实国家政策以及建设基础设施方面，“行政下乡”虽然取得了显著成效，

但仍无法解决基层治理中的诸多难题（赵晓峰、魏程琳，2018）。“乡村治理中的常规性公共服务（如

治安调解、教育医疗养老、环境卫生、生产服务等）需要更多依赖内生性乡村自治组织”（耿国阶、王

亚群，2019）。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是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原本薄弱的乡镇政府防疫力量在重大疫情面

前，尤其在疫情暴发初期显得脆弱不堪。加之，在每个人都可能是病毒携带者的合理怀疑下，乡镇政

府等外部的支援力量无法有效下沉至村庄防疫一线。这就意味着，农村地区的防疫工作将更多依靠各

个村庄自行组织实施。那么，发生在一个个乡村“孤岛”
①
上的“防疫纪实”，记录的就是村支书率领

村干部开展村庄防疫的自救故事。

此外，村支书也面临着来自法治层面和道德层面的履职压力。2018年 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监

察法》颁布实施。村支书以“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从事管理的人员”
②
的身份成为监察机关的监察

对象。疫情期间，地方监察机关强化了对村干部的履职监督
③
，给村支书带来不可低估的履职压力。

同时，乡村社会的宗族网络等非正式制度也会通过道德层面的压力督促村支书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

（Tsai,2007）。

概言之，春节期间的村民二元结构、拜年习俗的巨大惯性、村庄防疫的自救处境以及履职不力的

追责，使村支书承受着空前巨大的防疫压力。这就不难理解村支书为何将防疫喊话调整成“硬核”模式。

五、“硬核”喊话何以有效：乡土中国

为了全面理清村支书“硬核”喊话的内在逻辑，还需要进一步分析喊话效果何以生成，即为什么

村支书“硬核”喊话会取得效果？总的来说，是因为村支书的喊话源自乡村社会的话语体系，可以获

得乡土规则的支持，从而能够直达村民心底、慰藉村民的心灵。

首先，村支书的喊话内容朴素直白，接地气，容易被村民接受。表达方式与听众特点的合理匹配

是达成表达目的的必要前提。电视广播、互联网形式的防疫宣传报道，预设的适用范围是城市，并非

是为农村量身打造。其话语的表达风格和语言逻辑，对于村民，尤其是经济不发达地区的村民可能并

不受用。而村支书喊话的乡俚俗语源自农村的乡土语言，叙事的方式贴近田间地头的街坊聊天，表达

的风格接近村民喜怒哀乐的日常表达，能够得到村民的理解和支持。类似“疫情已经极其严重！极其

①
疫情期间，采取封村措施进行防疫自救的村庄犹如全国防范疫情地图中的一个个孤立的“岛屿”。

②
《中国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十五条。

③
各地出现了多起村支书因防疫失职而被监察机关问责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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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刀都架到脖子上了，还不知道厉害！”“再出来逛，明年这时候就是给你烧纸！”“都是啥时

候咧，还出去跑，你真不怕死？”“等你死了，连棺材都没人敢给你抬！”之类的表述，乍一听觉得粗

俗简陋难登大雅之堂，但仔细品味后又倏然觉得每一句都是朴实真诚的“下里巴人”，能够刺痛村民们

的神经，给人以震撼。

其次，村支书的“脸面”使其喊话能够获得支持。其一，村支书的能人身份彰显出其在某一方面

具有高出其他村民的能力，村民们存在求助村支书的潜在可能。于是，村支书在村庄里具有较大的“脸

面”，村民们对于“村支书张罗的事”多多少少都要配合支持。其二，宗族势力的逐渐“回潮”强化了

村支书的影响力。在不少农村，村级组织的换届选举往往暗含了村庄派系斗争。各宗族、派系在各自

精英的领导下，极力争取村民的选票（卢福营，2011）。大姓宗族人口多、势力大；无论是民主投票，

还是上级党组织委任，大姓宗族的人更容易成为村支书的人选。现实的结果也往往是村支书多由村子

里大姓宗族的人担任，形成了“党、政、族三位一体的权力结构”（郑智航，2016）。大族的人担任村

支书可以获得本宗族人的支持。本宗族的人在潜意识里会把同宗族的人担任村支书与宗族地位相挂钩

（刘行玉，2015），并以“自己人”担任村支书感到荣光。本宗族人会积极配合村支书的工作，以显得

村支书领导有方，争取获得上级组织的肯定，进而将这个职务继续保留在本宗族之内。而在宗族之外，

村支书背后的宗族势力也会对其它宗族的成员造成一定的威慑，人们都对其礼敬三分。

再次，村支书的喊话有助于村民摆脱乡俗民情的束缚。此次疫情的爆发与春节“不期而遇”。在乡

村社会，民间习俗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是“地方性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李斌、黄改，2019）。受制

于春节拜年的习俗，村民很难以害怕传染为由而不去拜年、或者将拜年人拒之门外。假如真有人这么

做了，直接的后果是让对方误以为不想与之来往，引起对方 “那我也不与你来往”的对等回应。更严

重的后果是被身边的熟人社会关系网络视为“异类”或者“异端”，从而受到排斥。对此，笔者深有体

会。笔者曾极力劝阻一位执意在今年大年初一凌晨赶回乡下串门拜年的亲戚，这位亲戚其实已离开乡

村在城市工作多年，但他仍担忧地反问道：“不去拜年，这些老亲戚还要不要了？”所以，如果没有外

力的有效干预，即使疫情重大危急，在春节期间的农村，也依然是拎着各式各样礼物的人们，穿梭于

各家各户的景象。进言之，在疫情下的春节时期，乡村社会中拜年人和被拜年人之间会产生心理博弈。

一方面，拜年人担心不去拜年会引起对方的误解，也忧虑去拜年则会因“带毒拜年”的嫌疑而引起非

议。另一方面，被拜年人既希望前来拜年的晚辈“接踵而至”以展示自己的宗族地位和威望，又顾忌

病毒会趁机“登堂入室”，然而碍于情面又难以拒绝拜年人登门。在这种情况下，有效协调拜年人和被

拜年人之间的微妙关系，需要有第三者居中调节。村支书最适于该角色。村支书通过乡村大喇叭喊话

的方式直接挑明拜年人和被拜年人各自的担忧，明确禁止串门拜年，使得二者达成共识，有助于维持

二者之间的和谐关系。实践中，村支书的喊话内容不仅有对拜年人的劝阻，例如“拎着两盒点心去别

人家，就像扔了两个手榴弹一样。”“你走亲戚，别人都很喜欢你？你不要太自信。”“坚决不能溜门子，

不能串门。烦你看不出来烦，不好意思撵你！”等；还有对被拜年人的宽慰，例如“今年都不让串门了，

谁都不能走亲戚，辈高咧也甭挑理，也是为了恁健康着想。”“听到广播的也都给家里老人说说啊，今

年统一要求不让走亲戚，等明年让孩子们多给恁捎点好吃的嘞。”如此一来，经由村支书居中的“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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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言”，使得村民能够以村支书的要求为依托，摆脱春节拜年习俗的束缚，心安理得地深居家中或者闭

门谢客。

最后，中国的“和”文化也推动了村民遵守村支书的喊话要求，避免影响其与村支书之间的和谐

关系。文化的力量体现在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上。中国文化的特质是：“调和协和”（钱穆，2011）。中华

民族对“和”的追求，完整地体现在农民身上。“农民阶层作为传统东方文化的典型群体，基本的行为

准则就是对均衡与和谐的追求”（杨力，2007）。在乡村生活中，当有人破坏了和谐，往往会受到消极

评价。为了维持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人们必须努力去做他人期望的事，而尽量避免做对方期望他

不做的事，以免产生冲突矛盾。村支书的“硬核”喊话将其在疫情下对于村民行为的期望全面、生动

地展现出来，而且丰富的表达方式进一步让村民感受到村支书希望村民闭门不出的严肃性和急迫性。

尤其是，当村支书苦口婆心地反复强调或者声色俱厉地三令五申后，村民的潜意识中会形成尽量少出

门的思想自觉，避免因外出被发觉而与村支书“撕破脸”。

六、“硬核”喊话的联想：法治乡村

“过去的几十年，中国最重要的、最成功的制度和法律变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人民，特别是

农民兴起的……法学家和法律家直至目前所作的工作也许仅仅是这一变革巨著中的一个小小的注”（苏

力，2014）。随着研究的深入，对村支书“硬核”喊话的分析终究要回到法治层面。在“全面依法治国”

战略的指引下，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自然离不开法治。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健全自

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2019年 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

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推进法治乡村建设。”2020年 3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国

委员会印发的《关于加强法治乡村建设的意见》进一步强调要“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体现新时代

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乡村之路，为全面依法治国奠定坚实基础。”村支书作为村民自治的主要

主体，其法治意识状况会直接影响乡村治理体系法治化和法治乡村建设的进程。综观村支书的“硬核”

喊话内容，可以发现村支书在组织村庄防疫时体现出来的法治意识具有两面性：一面是有些村支书的

法治意识淡薄，存在着侵犯村民基本权利的可能；另一面是有些村支书已经意识到法治的作用，在组

织村庄防疫工作中开始借助法治的力量。

村支书的法治意识淡薄主要体现为不尊重村民的人身自由权和财产权。部分村支书的喊话包括了

对于不遵守防疫要求的村民，进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给予经济处罚的内容。例如，有位村支书针对村

民在路边聚堆聊天的现象，进行一番苦口婆心的说教后，喊道：“如果你再聊天，就让你到大队来，我

把院子门一锁，让你搁里面说个三天三夜，饭也不让你吃，不让你回家。”还有村支书规定：“凡是发

现有人聚堆聊天的，发现一次罚款五百。”按照现代法治精神，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和财产自由的措施必

须由特定的国家机关严格依照国家法律做出，而不能由村支书直接决定。村支书在喊话中提出限制村

民基本权利的措施，显然是以自治权力威胁了村民的合法权利。

令人欣慰的是，部分村支书的喊话显示出主动引入法治力量参与村庄防疫的迹象。有位村支书在

宣传如何应对谣言时，喊道：“不要信谣，要相信上级政府宣传的事。不要造谣，再造谣会被拘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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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村支书对于有些村民打麻将的现象，强调：“不准再打牌，今天再发现一个打牌的，我打电话报警，

我非要看着派出所把你带走，我再走。”这些迹象表明，部分村支书已经意识到“一人说了算”的农村

治理模式已经式微，需要改变传统的威权式农村治理方式，进而开始寻求借助法治的力量，获得公安

司法机关的帮助。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乡村治理正在发生的自治与法治的有机结合。

人类社会的制度是规范行动者行为的一系列规则（张志原等，2019），具体包括了正式的法律、政

策和非正式的习俗、文化、惯例（道格拉斯·C.诺思，2014）。中国乡村治理的法治化进程是正式制度

与非正式制度博弈的过程。受中国法制建设中长期存在的“重法律移植、轻本土构建”的路径偏差影

响，大量以西方法治理念为基础的法律规范、法学理论被原封不动地引入中国，并与中国乡村社会中

的习俗、文化、惯例等“本土性法律资源”产生了激烈碰撞。在此背景下，推动法治乡村建设的模式

选择有三。一是社会演进型，让乡村社会自行演变，蓄积迈向法治化的内生动力；二是政府推进型，

由政府设定目标和步骤，依靠外界力量推动乡村社会快速完成法治化进程；三是混合型，综合适用前

两种类型的方式方法，注重“内外兼修”，以达至乡村治理法治化目的。综合看来，第一种模式的潜在

风险太高，乡村社会自行孕育法治文明的周期过长，会加剧乡村与城市在法治文明发展方面的失衡，

阻碍中国城乡一体化发展，拖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局。第二种模式则会遇到“送法下乡”的尴

尬处境，普法教育无法有效下沉至乡村生活，国家法律遭受到“地方性规范”柔软而坚决的抵抗，政

府推进的效果不够理想。

“现在以及任何别的时候，法律的发展重心都不在于立法，也不在于法律科学和司法判决，而在

社会本身”（欧根·埃利希，2009）。受村支书“硬核”喊话的启发，混合型模式或许可以成为今后中

国乡村法治建设的最佳选择。即注重发挥村支书等村干部的主体作用，将其作为国家法律的学习者、

传播者和“地方性规范”的执持者、扬弃者。具言之，一方面，推进实施农村“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
①
，

强化村支书等村干部的法治意识，促进村干部依法用权，并在村庄治理过程中对村民进行法治宣传，

实现国家法律的“入村”。另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内生于乡土的秩序对于乡土社会的有序化是必需的”

（杨玉豪，2003），借助村支书等村干部的力量，发挥乡村社会中习俗、文化、惯例等“本土性法律资

源”的积极功能
②
，推动中国乡村孕育符合中国实际的法治文化。

七、结论

本文聚焦于疫情下村支书的“硬核”喊话，主要讨论了喊话主体（村支书）、喊话工具（乡村大喇

叭）、喊话风格（“硬核”喊话）和喊话效果的生成，并对法治乡村进行展望。通过这几个方面的探讨，

笔者已对重大疫情下村支书“硬核”喊话的内在逻辑进行了“乡土化”的剖析；对村支书“硬核”喊

①2020年 3月，《关于加强法治乡村建设的意见》提出“实施农村‘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重点培育以村“两委”班

子成员等为重点的“法治带头人”。

②
《关于加强法治乡村建设的意见》强调法治乡村建设要注重村庄的民俗风情，指出“根据乡村自然环境、经济状况、

人口结构、风土人情等不同情况，因地制宜开展法治乡村建设”“推动法治文化与民俗文化、乡土文化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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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蕴含的正面价值和积极意义，也有了一个初步的分析。基于此，可以得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初步结论。

首先，在乡土秩序层面上，乡俗民情可以形成良性的制约，起到安定、维护乡村社会秩序的作用。

毋庸置疑，在重大疫情时期，村支书“硬核”喊话的实际功效离不开正式制度之外的非正式制度。村

民遵守村支书的喊话要求，并不单单是由于“村支书”这顶帽子，还有帽子背后支撑村支书话语权威

的乡土规则。村支书正是利用能人身份、宗族影响以及“和”文化等乡土规则抑制了传统拜年习俗对

村民的惯性束缚，给予村民违背传统习俗的正当理由和心理慰藉，实现了整合乡村社会、维系乡土秩

序的功能。

其次，在基层自治层面上，党领导下的村民自治在乡村社会发挥了关键作用。在重大疫情下，村

支书带领下的村党组织作为贯彻落实国家防疫要求的“神经末梢”，却不失敏感和迅捷，能够快速有

效地传达落实上级党委政府的防疫指令和要求；又可以借助乡村秩序规则，通过行使一定的权力，确

保村庄防疫工作得到广大村民的支持。这些事实显示出村支书带领下的村党组织经受住了防范疫情的

艰巨挑战，在突发紧急情况下具有极强的执行力和抗压力。反观部分地区存在的村支书等村干部逐渐

缺失公共权威（万江红、孙枭雄，2017），并陷入“治权缺失，事务增多”的现实困境，以及村党组

织等成为科层制的延伸，乡村治理越发行政化与“悬浮化”现象（金江峰，2020）。应该在坚持当前

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并加强党领导下的村民自治，赋予村党组织必要的自治

权力和自治空间，让村民自治权力具有一定的主动性、积极性和灵活性（贺雪峰，2019）。

再次，在依法治国层面上，村支书可以成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农村篇章”的关键角色。村支

书生于乡村长于乡村，对于乡土秩序具有天然的传承。而基于农村治理法治化的发展趋势，村支书又

形成了学习并运用法律的客观需求。村支书对于传统乡土规则和现代法律规范的协调融合，会对法治

乡村建设产生深远影响。今后应重点加强以村支书为代表的村干部的法律知识传授和法治意识培育，

推动农村治理方式从能动治理转向规范治理（雷望红，2019）。同时，通过村支书等村干部的治理实践

将法治精神和法治原则播撒于乡土大地，并合理利用传统乡土规则的积极功能，形成“政府——村干

部”式外力推进和“村干部——村民”式内力发展的农村法治建设发展的双路径模式。此外，进一步

加强基层民主，保障村民依法行使选举权利，确保村支书等村干部具有广泛的民意代表性也是应有之义。

最后，在学术研究层面上，笔者在文献检索过程中发现，法学学者创作的涉及法治乡村的文献资

料不多，涉及村支书的研究成果更是少见。这意味着法学学者们将目光更多投向喧闹的城市“法律森

林”，而忽视了乡村这片“法治原野”。因此，法治乡村建设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功能和意义，还期待

有更多法学学者给予更细致、更深入的研究和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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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gic ofVillage Party Secretaries’LoudspeakerWarning During the
Epidemic:A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logy of Law

CuiWei

Abstract: Epidemic prevention in rural area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village party secretaries is the “last mile” to implement

national epidemic prevention arrangements. At this particular stage, rural epidemic prevention has become the touchstone of

effectiveness of rural governance and villagers’ autonomous ability. In this process, village party secretaries’ loudspeaker warning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pidemic, it reflects the power operation in rural China. The subject, device, manner, together

with the effects of loudspeaker warning, make village party secretaries’ loudspeaker warning logically self-consistent. Specifically,

their political identity and social identity make village party secretaries the eligible agents of loudspeaker warning, which has

become a powerful tool for rural epidemic prevention. The various pressures from the dual structure of villagers, NewYear’s visits,

self-rescue situation and accountability reviews contribute to this “hardcore” manner. The informal system in rural China ensures

the effectiveness of village party secretaries’ loudspeaker warning towards villagers. The further improvement of the rural

governance system in China should be based on the affirmation of the function and value of the rural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on rational understanding and absorption of the rural public order, on providing necessary legal authority to rural

self-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led by village party secretaries, and on fulfilling village party secretaries’ pivotal role to facilitate a

good integration of rural autonomy and the rule of law in rural areas.

KeyWords:Epidemic;Village Party Secretary; RuralGovernance; Rural PublicOrder;Rule ofLaw inRural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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